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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政制中的希腊流亡者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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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有关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帝国政制中的作用，学界一般认为流亡者担

任的官职较低，被整体排除在波斯帝国核心官僚体系之外，因而政治作用有限。

从希波关系史视野来看，两大文明的交流互动，使得流亡者即使无法担任高级官
职，也可在政治实践中通过建言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帝国的希腊事务及少数非希腊

事务中，并因此得到波斯国王的重视和厚待。波斯官僚体系的松散性，为希腊流

亡者参与波斯帝国政治提供了契机和空间。希腊事务是波斯帝国的核心事务之一，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政制中的历史地位应得到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希腊　流亡者　希波关系　波斯帝国

引　　言

公元前４５９年，希腊帮助埃及人反叛波斯，客蒙 （Ｋｉｍｏｎ）率领希腊战舰驶入塞浦路斯和奇

里乞亚，逐步掌握了制海权。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 （Ａｒｔａｘｅｒｘｅｓ　Ｉ，前４６５—前４２４年在位）下

书亡命波斯的雅典前执政官地米斯托克利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前４９３—前４９２年在任）进击客蒙。

由于缺乏必胜信心，为避免身败名裂，地米斯托克利自裁以殉。① 从普鲁塔克的行文看，地米斯

托克利曾许诺波斯国王会负责希腊事务，而国王在需要时确实给他下达了命令。结合传记全文，

无论是地米斯托克利本人还是波斯国王，都非常重视他在希腊事务上的能力。

作为流亡②波斯的希腊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地米斯托克利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从居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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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本文系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４批面上资助项目 “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流亡者群体研究”
（２０１８Ｍ６４３２７７）阶段性成果。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３１．３－５，Ｂｅｒｎａｄｏｔｔｅ　Ｐｅｒｒｉｎ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ｐ．８４－８７．以下所引古典文献若无特别说明，皆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洛布丛书希英对照版，只标注原
著章节。除普鲁塔克之外，修昔底德也曾提及该事件，但他倾向于认为地米斯托克利为自然死亡 （病
逝）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１．１３８．４－５）。参见 Ｃｉｃｅｒｏ，Ｂｒｕｔｕｓ，１１．４３；

Ｄｉｏｄｏｒｕｓ　Ｓｉｃｕｌｕｓ，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１．５８；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ｎｅｓ，Ｋｎｉｇｈｔｓ，８３ｆｆ．事实上，尽管古典作
家对地米斯托克利的具体死因莫衷一是，但基本都认可波斯国王对他的器重。

根据 《牛津古典学辞典》的解释，在古希腊语中，“流亡”（φυγ ）一词的字面意思是 “逃离”（ｆｌｉｇｈｔ），

多是指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将一人从母邦永久或长期驱逐。在古典时代，该词的含义更加多样，“逃离
者”与 “流亡者”并不一定是被官方放逐，而是出于自愿或其他未知原因在较长时段内脱离母邦、故
地。（参见Ｓｉｍｏｎ　Ｈｏｒｎｂｌｏｗｅｒ，Ａｎｔｏｎｙ　Ｓｐａｗ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ｈｅｒ　Ｅｉｄｉｎｏｗ，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ｙｒｕｓ　ＩＩ，前５５９—前５３０年在位）开始，波斯国王善用异族人的统治策略和赏罚分明的制度，

引起了 “颇具野心但在本邦没有机会的希腊人的注意”，成为 “那些有雄心却被城邦流放，但又

不甘于命运的希腊人的天然庇护所”。①

对于这些亡命波斯的希腊人在波斯政治和希波关系史中的历史定位，经过多年研究，学界

基本达成了共识性观点。布里昂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ｒｉａｎｔ）统计了希腊文献、埃兰文文书、巴比伦年表与

贝希斯敦铭文等资料中波斯重要官职的分布情况，指出 “帝国被以王室为中心的贵族集体和波

斯人的文化传统所统治”，希腊人或许会受到重视，但难以取得与波斯贵族比肩的政治影响力。②

卢埃琳·琼斯 （Ｌｌｏｙｄ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Ｊｏｎｅｓ）将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比作金字塔，认为国王是塔尖，

劳工是塔底，两者之间部分的上层是波斯显贵，下层则是各级官僚。③ 库克 （Ｊ．Ｍ．Ｃｏｏｋ）也认

为，“阿契美尼 （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ｉｄ）王朝的统治正变成一种家族事业。精英圈子的这种缩小不仅发生

在国王的宫廷中，如果我们把目光下延到薛西斯 （Ｘｅｒｘｅｓ　Ｉ，前４８５—前４６５年在位）统治之后，

会发现总督也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亲属担任重要使命……波斯人与被统治的民众联合统治的

想法只是幻想……管理阶层会有当地官员……但统治阶层是波斯人……波斯贵族具有绝对、不

可分割的统治权”。④ 晏绍祥肯定了外族人在波斯宫廷中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指出，“最高权力

一般都掌握在波斯人手中，外族虽有可能担任某些官职，但只能是相对次要、而且是基层的官

吏”，⑤ 他们的作用 “都是局部性的”。⑥

总体而言，在古代史料的基础上，学者们勾勒出了一幅以族群为单位、泾渭分明的波斯官

僚分布图景，表明流亡者在该体系中身处边缘，无法进入决策中心。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此问

题仍有商榷空间。从史实来看，以 “尚 （族）亲”为政制基础，是上古文明的显著共性。但与

此同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统治者礼敬乃至重用族、亲之外 “贤者”的 “尚贤”记载，亦

不乏实例。从我们掌握的古代史料来看，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帝国获得了极佳待遇，希腊作家笔

下 “名列国王施恩者之列，被国王赐予宫廷头衔、礼物与帮助的希腊人比波斯人还多”。⑦ 这与

前述学者得出的结论似乎并不协调。换言之，即便未能跻身中枢，希腊流亡者是否可以凭借波斯君

主的恩赏而对波斯最高决策层施加影响？如果说希腊人被集体排除在决策层之外，那么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所负责事务的类型及方式如何？这些事务对于波斯帝国有何意义？

要解答这一系列问题，仅考察波斯官僚体系显然不够。由于关涉波斯与希腊两大文明体，

有必要将流亡者的政治作用置于希波关系史的背景之下考察，该群体不仅在主观上见证了希波

关系的演变，客观上也是希、波文明交互的产物。一方面，希波关系的波动会对流亡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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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５５９－５６０）本文所指的流亡者，既包括被母邦流
放的希腊人，也包括因主动或被动原因长时段身处波斯的希腊人。

①　Ｍ．Ｍ．Ａｕｓｔｉｎ，“Ｇｒｅｅｋ　Ｔｙ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ｓ，５４６－４７９Ｂ．Ｃ．，”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０，ｎｏ．
２，１９９０，ｐｐ．２８９－３０６．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ｒｉａｎｔ，Ｆｒｏｍ　Ｃｙｒｕｓ　ｔ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Ｗｉｎｏｎａ　Ｌａｋｅ，ＩＮ：

Ｅｉｓｅｎｂｒａｕｎｓ，２００２，ｐｐ．３４７－３５２．
Ｌｌｏｙｄ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Ｊｏｎｅｓ，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ｅｒｓｉａ　５５９ｔｏ　３３１ＢＣ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３１－３５．
Ｊ．Ｍ．Ｃｏｏｋ，“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ｉｄ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ｉｒｅ，”ｉｎ　Ｉｌｙａ　Ｇｅｒｓｈｅｖｉｔ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ｖｏｌ．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２８０．
晏绍祥：《波斯帝国的 “专制”与 “集权”》，《古代文明》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晏绍祥：《米利都与波斯：专制帝国中地方共同体的地位》，《世界历史》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ｒｉａｎｔ，Ｆｒｏｍ　Ｃｙｒｕｓ　ｔ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ｐ．３４７．



作用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唯有在希波关系史的视野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流亡者的历史

定位。此外，对该群体的考察也可丰富对希波关系的理解。希腊城邦在整个古典时期都未实现

实质意义上的统一，希波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 “雅典帝国的形成与波斯之间的关系”、“《卡里阿

斯和约》的签订”、“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及前后）波斯对希腊事务的影响”等专题，较难进

行整体把握。希腊流亡者贯穿波斯帝国始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不乏如地米斯托克利这样的

名人，因而构成了一个相对恒定而具整体性的群体，可以为理解希波关系提供一定参考。

因此，本文拟从具体史料出发，重新审视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官僚体系、政治实践中的位置，

并在希波关系的背景下探讨流亡者对于波斯帝国的意义，从更宏观的视野探究他们的历史定位。

一、流亡者的体制角色与生存环境

波斯官僚体系的核心是波斯人。国王由出身阿契美尼族的波斯人担任，代表神意掌握国家

最高权力，通过人事、财政等手段控制着各级官吏。① 在中央，世袭的波斯贵族组成了最核心的

官僚阶层，他们以 “千夫长”（Ｃｈｉｌｉａｒｃｈ）、“持弓者”（Ｂｏｗ－Ｂｅａｒｅｒ）、“持杯者”（Ｃｕｐ－Ｃａｒｒｉｅｒ）、

“持矛者”（Ｓｐｅａｒ－Ｂｅａｒｅｒ）、“搬运王凳者”（Ｆｏｏｔｓｔｏｏｌ－Ｂｅａｒｅｒ）、“战车驭者”（Ｃｈａｒｉｏｔｅｅｒ）、“持物

者” （Ｓｔａｆｆ－Ｃａｒｒｉｅｒ）、 “信使” （Ｍｅｓｓａｇｅ－Ｃａｒｒｉｅｒ）等职位服侍国王，② 被希腊人称为 “门人”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ｅ）。③ 法律上，王室法官是从 “波斯人之中挑选出来的”，由波斯贵族世袭，

为终身职，负责判决诉讼案件，解释古老的规矩，提供咨询。④ 波斯人的地位受到法律的明确保

护，任何冒犯国家、国王、王室甚至是国王财产的罪行，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⑤ 经济方面，就

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担任首要财务大臣的是波斯人。⑥ 军事上，波斯人通常是军队统帅，即使

在统领外族军队时也一般如此。⑦ 地方上，波斯基本沿袭了亚述人设立的机构，⑧ 除少数特例，

行省总督由国王任命波斯人担任。⑨

希腊流亡者官职较低。在希腊文献和波斯文献中，几位最重要的希腊流亡者并未担任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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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Ｍ．Ｃｏｏｋ，“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ｉｄ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ｉｒｅ，”ｐ．２２４，ｎ．１；Ｔ．Ｃｕｙｌｅｒ
Ｙｏｕｎｇ，Ｊｒ．，“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ａｒｉｕｓ　ａｎｄ　Ｘｅｒｘｅｓ，”ｉｎ
Ｊｏｈｎ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８２．
文献中可见古波斯语名的职位有千夫长 （Ｈａｚａｒａｐａｔｉ）、持弓者 （Ｖａａｂａｒａ）、持矛者 （Ａｒｔｉｂａｒａ）。有
希腊语名的职位有千夫长 （χιλαρχο）、持杯者 （ονóχοο）、持弓者 （τοξóφορο ／τοξóτη ）、持矛者
（δορφορο ）、搬运王凳者 （διφροφóρο ）、“战车驭者”（νοχο ）、持物者 （σκηπτοχο ）、信使
（γγελιαφóρο）。

参见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２６．６；Ｐｉｅｒｒｅ　Ｂｒｉａｎｔ，Ｆｒｏｍ　Ｃｙｒｕｓ　ｔ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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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戴马拉托斯 （Ｄｅｍａｒａｔｕｓ）、地米斯托克利、亚西比德 （Ａｌｃｉｂｉａｄｅｓ）等人主要是充当顾
问，为国王或总督提供咨询和建议，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担任过总督、将军或其他高级职务。有
关希腊人职务的记载，主要来自波斯波利斯的物资分配文书 （Ｐｅｒｓｅｐｏｌｉｓ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ｓ）。

有明确官职记载的希腊人来自经济系统，他被称作 “Ｙａｕｎ ” （即 “伊奥尼亚人”），在公元前

４９９年１２月至公元前４９８年９月间担任财务大臣法纳西斯的秘书。而在任职前，“Ｙａｕｎ ”可能
曾担任谷物管理员。① 此外，一则文书也证实了希腊官员的存在。该文书由希腊文写成，内容是
“ονοδο（ｉｉ）μριΤβητ”（两马里斯的酒，１０月份），② 文书尽管不完整，但可以证明在管理层
有惯于用希腊文写作的人员，并且至少另有一人能读懂希腊文。文书中还记载有从事更具体工
作的希腊人，不少人虽然姓名遗失，但有关他们的引文、作品等保存了下来，包括运输建筑材
料的工人、灌溉女工等。③

流亡者难以担任高级官职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流亡者来到波斯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政治
庇护与扶持。在希腊与波斯接触初期，无论是流亡者还是其母邦，一般都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早期帝国历史中与波斯接洽的希腊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世的流亡者。居鲁士征服吕底亚王
国后，小亚细亚 （以下简称小亚）地区的希腊人曾要求与波斯签订协议，④ 他们试图以臣服换取
城邦的生存。冈比西斯 （Ｃａｍｂｙｓｅｓ　ＩＩ，前５３０—前５２２年在位）时期，库列涅统治者阿尔凯西拉
欧斯三世 （Ａｒｃｅｓｉｌａｓ　ＩＩＩ）的母亲斐列提玛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曾向埃及总督阿律安德斯 （Ａｒｙａｎｄｅｓ）

求援，想借波斯之力恢复对库列涅的统治。⑤ 萨迪斯总督欧洛伊铁司 （Ｏｒｏｅｔｅｓ）以扶持之名，

诱杀了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底 （Ｐｏｌｙｃｒａｔｅｓ）。⑥ 欧洛伊铁司之所以选择该借口，波里克拉底之所
以上当，说明寻求波斯人的支持在当时并不罕见。

大流士 （Ｄａｒｉｕｓ　Ｉ，前５２２—前４８５年在位）时代以降，波斯在与希腊的交涉中更加强势，

对于希腊城邦的干涉逐渐增多，前往波斯的希腊人更以求援为主。最早来投奔大流士的希腊人
可能是萨摩斯的叙洛松 （Ｓｙｌｏｓｏｎ），⑦ 他以 “国王的恩人”的名义跑到苏撒，坐在王宫门口，求
见大流士，希望助他恢复对萨摩斯的统治。叙洛松是较为典型的流亡者，他被萨摩斯放逐后曾
流亡埃及、波斯等地。叙洛松式的求助在大流士时期及其以后颇为常见，与之相似的有雅典的
希庇阿斯 （Ｈｉｐｐｉａｓ）、奥诺马克里图斯 （Ｏｎｏｍａｃｒｉｔｕｓ）、狄凯乌斯 （Ｄｉｃａｅｕｓ）、地米斯托克利、

亚西比德、塔拉斯的吉洛斯 （Ｇｉｌｌｕｓ）等。⑧

当流亡者功绩显赫或其母邦在与波斯的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时，流亡者可能会要求一
定待遇，但也未出现索要高级官职的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 （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

波桑尼阿斯是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的领袖，曾在普拉提亚取得对波斯的决定性胜利，“在所有希
腊人中赢得最高声誉”。⑨ 波桑尼阿斯在战后暗通波斯国王，并在写给薛西斯的信中要求迎娶薛
西斯的女儿。波斯在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波桑尼阿斯又是威名远扬并且有恩于波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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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即使如此，他要求的也只是联姻，并未索要任何官职。另一位同样在希波战争中重创波

斯的希腊人地米斯托克利，在亡命波斯时也未提出担任高级官职的要求。① 相较而言，普鲁塔克

有关戴马拉托斯索要优厚待遇的记载则不太可信。据普鲁塔克，戴马拉托斯曾要求学着国王的

样子，竖戴冠冕，骑马穿过萨迪斯城。② 该记载的问题在于，普鲁塔克之前的历史学家没有记载

此事。而且从希罗多德的记载来看，戴马拉托斯一贯谨小慎微，不应提出类似要求。③ 狄凯乌斯

曾与希罗多德会面，因而希罗多德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不过，即使在这则可能是虚构的史料

中，戴马拉托斯也未索要高级官职。

其次，流亡者缺乏担任高级官职的必要能力。在希腊城邦的对外交流中，对于外族语言的

学习并不积极。掌握波斯语是融入波斯政制的必备条件。地米斯托克利曾将语言比作刺绣的波

斯挂毯，是与波斯国王沟通的关键。④ 古典文献中，掌握波斯语的流亡者似乎不少。地米斯托克

利在来波斯之前，专门向阿塔薛西斯申请了一年的时间，尽可能地学习波斯语和波斯风俗。⑤ 希

斯提埃伊欧斯求救时以波斯语自报姓名。⑥ 据阿特纳奥斯 （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ｓ）记载，亚西比德也曾学

习波斯语。⑦ 然而，真实情况恐怕并非如此。最有可能掌握波斯语的虽然是地米斯托克利，但有

关他学习波斯语的记载有多个版本，其中不乏矛盾之处。⑧ 希斯提埃伊欧斯求救时的一句呼喊，

并不能作为其掌握波斯语的确证。有关亚西比德学习语言的记载，来自数世纪之后的阿特纳奥

斯，与其同时代的史学家并未记载，因而阿特纳奥斯的记载 “可能是后世的伪造，目的是与地

米斯托克利的生活类比”。⑨ 更为可能的情况是，亚西比德与波桑尼阿斯相似，接受了波斯的生

活习惯，但没有学习波斯语。瑏瑠 与这些零星且模糊的例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色诺芬 《长征记》

中的一则细节表明，小居鲁士 （Ｃｙｒｕｓ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与希腊雇佣兵将官交流时仍需借助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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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认为，地米斯托克利是在前往波斯之前一年就开始学习波斯语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　Ｗａｒ，１．１２６－１３８）；普鲁塔克认为，地米斯托克利是在觐见过薛西斯之后，向国王申请
了一年时间来学习波斯语。并且通过一年的学习，他已经可以不通过翻译直接与薛西斯交流，还能听
懂祆教经典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２９）；公元前１世纪的奈波斯称，地米斯托克利是在前往波斯前一年开始学
习波斯语和波斯文献，他的口语比许多当地人都要好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１０．１）；狄奥多鲁斯称，地米斯
托克利是在到达波斯之后，因为面临薛西斯姐妹芒达妮为首的波斯贵族的控告，才被迫学习波斯语，

并且利用波斯语在法庭辩论中战胜了波斯人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１．５６－５７）；公元２世纪的马克
西姆斯和昆体良将地米斯托克利学习波斯语的能力与他惊人的记忆力联系起来：当西蒙尼德斯来教授
地米斯托克利记忆的方法时，后者竟然请教前者忘记东西的方法。 《地米斯托克利书信》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记载，地米斯托克利没有专门学习波斯语，而是在去波斯的路上，从同伴处习得，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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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将官中不乏像克利尔库斯 （Ｃｌｅａｒｃｈｕｓ）这样流亡伊始就受到小居鲁士照顾者，① 但他们似

乎都未掌握波斯语。莫米利亚诺 （Ａｒｎａｌｄｏ　Ｍ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ｏ）认为，希腊人是单语族群，他们可能对

异族文化发生兴趣，但不会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以深刻理解其制度、文化和思想。② 那些流亡波

斯的希腊人，或许也是如此。

最后，在希波对峙的时代大背景中，波斯人对希腊流亡者难免存有猜忌之心，这也是制约

后者步入高阶官僚的重要原因。波斯王室通过联姻，将权力的享有权和代际传承封闭在有限的

圈子内。大流士即位后，即与多位波斯显贵之女结亲，以便巩固统治。国王也会将女儿嫁给波

斯贵族们，如戈布里亚斯 （Ｇｏｂｒｙａｓ）的次子马多尼奥斯 （Ｍａｒｄｏｎｉｕｓ）娶了薛西斯之女阿托佐

斯特雷 （Ａｒｔｏｚｏｓｔｒａ）。③ 王室以下，波斯贵族对于希腊流亡者的排挤尤甚。地米斯托克利曾因太

过受宠而惹怒波斯人，数次遭受性命之忧，因为 “之前没有外国人得到过这些”。④ 希斯提埃伊

欧斯与波里克拉底之死，与波斯官员的嫉妒不无关系。⑤ 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哈利卡纳苏斯的阿

尔特米希亚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Ｉ）试图说服马多尼奥斯不要在海上开战时，那些因为她受礼遇而对她心

怀恶意的人感到幸灾乐祸，认为她 “性命难保”。⑥ 普鲁塔克也明确提到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
（Ｔｉｓｓａｐｈｅｒｎｅｓ）“非常痛恨希腊人”。⑦ 据色诺芬记载，在小居鲁士争夺王位失败之后，提萨佛

涅斯设计杀害数位希腊雇佣兵将官。⑧ 实际上，希腊官员和波斯官员之间的嫉妒是 “一个重复出

现的主题”，⑨ 流亡者显然感受到了来自波斯权贵的压力，上文提到的戴马拉托斯劝诫狄凯乌斯

就是一个例证。瑏瑠 地米斯托克利在看到有人为他摆筵席时，对自己的子女说：“孩子们，如果我

们过去没有遭受过失败的话，现在就要失败啦。”瑏瑡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希腊人，不大可能主动

索要高官职位。瑏瑢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波斯人确实几乎垄断了高级官职，希腊流亡

者不仅缺少索要官职的条件，即使有此想法，也很难实现。

二、希腊流亡者的政治实践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官僚体系的边缘地位，也体现在他们一系列关键时刻的缺席。冈比西斯

一世 （Ｃａｍｂｙｓｅｓ　Ｉ，前５８０—前５５９年在位）临死前的托付对象是波斯权贵。平定玛哥斯僧叛乱

后，与大流士共商国计的是波斯人。大流士诛杀欧洛伊铁司时的共谋心腹亦是波斯人。远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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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私人恩怨外，在联合作战时，每当紧要关头，波斯人就会对希腊盟友表现出 “习惯性”不信任，而
这一点也常被有经验的希腊将军所利用，参见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８．２２；９．９８－９９．



基泰过程中的几次重要军事决策，是由大流士和波斯贵族戈布里亚斯、阿塔班努斯
（Ａｒｔａｂａｎｕｓ）等人作出的。在薛西斯是否出征希腊的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波斯人。波斯

国王常委托波斯人代为管理重要的城市或战略要地。居鲁士离开萨迪斯时，委任了一位名叫塔
巴罗斯 （Ｔａｂａｌｕｓ）的波斯人管理城市；大流士逃离斯基泰后，负责统领欧罗巴事务的是波斯人

美伽比佐斯 （Ｍｅｇａｂａｚｕｓ）；希波战争中，薛西斯撤军后的统帅是波斯人马多尼奥斯。① 对波斯

人的政治主导性，希腊人也有所认知。在埃斯库罗斯 （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的 《波斯人》 （Ｐｅｒｓｉａｎｓ）

中，薛西斯远征希腊后，波斯显贵们负责监理国政。阿托莎 （Ａｔｏｓｓａ）在感到绝望时，也是找来

波斯长老们商议。②

不过，要治理辽阔的帝国，仅靠波斯贵族显然不够，尤其在被征服地区的事务上，波斯需
要当地人协助。从希波关系来看，波斯人对希腊的直接调查发生较晚。据说直到大流士时期，

第一批波斯人才跟随德谟凯德斯 （Ｄｅｍｏｃｅｄｅｓ）进入希腊。在与希腊人的接触中，波斯人连希腊

的基本信息都不清楚。当斯巴达人来警告波斯不得滋扰小亚希腊人城邦时，居鲁士曾询问拉栖
代梦人的来历及人数。波斯总督阿塔佛涅斯 （Ａｒｔａｐｈｒｅｎｅｓ）也曾询问前来求援的雅典使者，“那

些想和波斯人结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居住在世界的什么地方？”③ 埃斯库罗斯的 《波斯人》中，

直到知晓波斯大军可能战败，阿托莎还不知道雅典。④ 此类记载可能有古典作家刻意表现波斯人

盲目自大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斯人对希腊的陌生。

因此，在希腊与波斯正面接触初期，对于波斯来说，流亡者的首要功能就是搜集、提供有
关希腊的信息。在试图逃回希腊时，德谟凯德斯找的借口是去收集情报，并且阿托莎用这个借

口成功说服了大流士。⑤ 赞克列的僭主斯库塞斯 （Ｓｋｙｔｈｅｓ）在流亡波斯后曾返回希腊，后又回

到波斯，虽然没有他收集情报的确切记载，但从大流士事后的赞赏来看，他返回希腊的目的很
可能有关波斯利益。

随着希波关系发展的深入，波斯人对于希腊信息的需求更甚，流亡者的作用也更加凸显。

以希波战争为例，在波斯发动战争之前，希庇阿斯、奥诺马克里图斯、色萨利的阿律阿达伊家
族的到来，“帮助马多尼奥斯说服了薛西斯”。⑥ 战争进程中，流亡者因为对地理环境、希腊人作

战方式的了解，常提供有益建议。⑦ 温泉关战役之前，戴马拉托斯协助薛西斯分析希腊情报。阿
尔特米希亚出于对希腊人的了解，建议薛西斯原地按兵不动，或前往伯罗奔尼撒，在各个城邦

的后方登陆，等待希腊人自行溃散。当军中缺少合适的流亡者时，一些希腊人则会扮演类似角

色。当马多尼奥斯率军行至彼奥提亚时，底比斯人劝他们在此安营扎寨，并且通过行贿当权人
物来分裂希腊人。普拉提亚之战前，底比斯人出于对斯巴达军力的了解，让马多尼奥斯把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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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 《历史》中的建议者，以及其所提出的建议，其真实性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
疑：拉蒂摩尔指出，“希罗多德不是将 （创造的）故事和形势粘贴到伟人的名下，而是把伟人的名字粘
贴到故事和形势下”，“明智建议者的频繁出现，对于将希罗多德视为作家的人而言很有启发；但对于
将他作为历史学者的人言，则意味着要必须加大小心”，参见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　Ｗｉｓｅ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ｉｎ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１９３９，ｐｐ．２４－３５．但至少在斯巴达问题上，薛西斯不
止一次征询了戴马拉托斯的意见，特别是在温泉关战役前后。



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栖代梦人对峙。出于对地形的熟悉，底比斯人提玛根尼德斯
（Ｔｉｍａｇｅｎｉｄｅｓ）建议马多尼奥斯派兵去驻守基塞隆山道，以切断希腊的兵源供应。①

希波战争之后，双方交互进一步加强，流亡者参与其中的程度更深，方式也日趋多样。他
们有时会担任波斯派驻希腊的使节。面对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 （Ａｇｅｓｉｌａｕｓ）的威胁，提斯劳
图斯 （Ｔｉｔｈｒａｕｓｔｅｓ）委派罗德岛人提摩克拉特 （Ｔｉｍｏｃｒａｔｅｓ）前往希腊，用５０塔兰特白银贿赂
希腊城邦的领袖，让他们对拉栖代梦人开战。② 大流士二世 （Ｄａｒｉｕｓ　ＩＩ，前４２３—前４０４年在位）

统治时期，麦加拉人卡里盖图斯 （Ｃａｌｌｉｇｅｉｔｕｓ）和基济库斯人提马哥拉斯 （Ｔｉｍａｇｏｒａｓ）被本邦
放逐，居住在法那巴佐斯 （Ｐｈａｒｎａｂａｚｕｓ）的官邸，他们曾奉命出使拉栖代梦求援。③ 还有部分
流亡者在波斯官僚帐下服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亚西比德通过与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法
那巴佐斯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波斯的希腊政策。④ 扎金索斯的法里诺斯 （Ｐｈａｌｉｎｕｓ）曾
在萨迪斯总督提萨佛涅斯帐下任职。⑤ 小居鲁士在前往萨姆捏里亚探望生病的父亲前，特意召见
斯巴达海军将领吕山德 （Ｌｙｓａｎｄｅｒ），以维护波斯利益。⑥

从古典作家的记载看，流亡者主要负责希腊事务。国王赐予希腊人的领地一般位于小亚地
区，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情况。⑦ 古典作家常强调流亡者负责的希腊事务。普鲁塔克告诉我
们，地米斯托克利去海边是要处理 “希腊人的事务”。⑧ 当国王无暇顾及希腊事务时，他就只能
赋闲在家。修昔底德也说，“国王希望通过地米斯托克利，能奴役希腊世界”。⑨ 亚西比德投奔波
斯国王时，认为自己会因希腊事务而得到波斯重用。瑏瑠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古典作家对希腊流亡
者在非希腊事务中的作用并不认可。戴马拉托斯曾对波斯王位继承问题发表见解，并且帮助薛
西斯成功获取王位。但希罗多德认为戴马拉托斯并非决定因素， “就算没有戴马拉托斯的意见，

薛西斯也会即位，因为他 （薛西斯）的母亲阿托莎很有权势”。然而，无论希罗多德多么轻视戴
马拉托斯的作用，瑏瑡 他毕竟在薛西斯继位的问题上提供了一条颇为合理的建议。希罗多德所以将
其记录下来，说明戴马拉托斯的意见至少起到了一定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假设流亡者能够在
王位继承问题上发声，那么在其他相对次要的事务上也应具备发言权。毕竟，从传统上看，波
斯国王并不排斥外族人参与波斯事务。瑏瑢 实际上，流亡的希腊政客常通过建言、建议的方式参与
波斯内部事务。地米斯托克利来到波斯宫廷后，曾与国王一起商定了一些新政策。尽管我们不
知道这些政策的内容，但从波斯贵族的反应来看，显然不仅仅是希腊事务，因为波斯人原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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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仅举克洛伊索斯一例便足以证明，参见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２０７－２０８；３．１４．



为他们讨论的是希腊事务，因而不甚介意，但后来发现那些革新却影响到了他们。① 在大流士远

征斯基泰时，正是由于希斯提埃伊欧斯的极力坚持，大流士才得以顺利返回。大流士还将希斯

提埃伊欧斯召入宫廷，充当自己的顾问。尽管学界对大流士的动机多有争论，② 但至少说明将希

腊人作为顾问并非罕见。

此外，史料中不乏流亡者参与非希腊事务的记载。斯基泰远征时，来自萨摩斯的工程师曼

德罗克莱斯 （Ｍａｎｄｒｏｃｌｅｓ）修建了颇具战略地位的桥梁。“不会说谎的”卡律安达人斯库拉克斯
（Ｓｃｙｌａｘ）奉大流士之命调查印度河入海口，在他们完成周航后，大流士就征服了印度人。波斯

宫廷御医长期由希腊医生充任，而他们有时会利用良好的 “医患关系”与国王、贵族建立相互

信任，从而对波斯宫廷施加影响。③ 此外，希腊雇佣兵首领法恩 （Ｐｈａｎｅｓ）曾为波斯征服埃及立

下汗马功劳。④ 前文所引的 “Ｙａｕｎ ”等财务官员，“不仅掌握着帝国本地经济的所有活动，还

负责资助和控制任何经过此地的官员”。⑤

流亡者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他们受到的待遇上。通常，波斯国王会授予流亡者土地、钱财。

曼德罗克莱斯曾被授予 “极多赏赐，每种十件”。⑥ 戴马拉托斯与岗吉鲁斯 （Ｇｏｎｇｙｌｕｓ）曾获赠

土地。⑦ 地米斯托克利曾获赠三座城市，以供应面包、酒和配菜。⑧ 德谟凯德斯、恩提姆斯
（Ｅｎｔｉｍｕｓ）、地米斯托克利等人还获得了与国王共餐的殊荣，这是在波斯贵族中都不常见的礼

遇。⑨ 这些流亡者获得特殊优待的原因，除了他们的 “外客”身份，亦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政

事上的作用。厚待有功之人是波斯传统，如贝希斯敦铭文中大流士所言：“举国之内，凡忠

诚者，我必赏之；凡作恶者，我必罚之。凡顺我者，我必赏之；反损我者，我必罚之”。瑏瑠

大流士之后的国王们也秉承了这一策略，他们 “经常邀请希腊人去辅佐，并许诺他们 （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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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比地米斯托克利更有影响”。① 这一点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斯基泰远征之后，

科埃斯 （Ｃｏｅｓ）成 为 密 提 林 涅 的 僭 主；萨 拉 米 斯 海 战 后，表 现 英 勇 的 赛 奥 迈 斯 托 尔
（Ｔｈｅｏｍｅｓｔｏｒ）被奖励为萨摩斯的僭主，菲拉库斯 （Ｐｈｙｌａｃｕｓ）则被列为 “国王的施恩者”并获
赠大量土地。②

三、波斯政制与流亡者的参政空间

由上可见，尽管流亡波斯的希腊人并未进入波斯官僚体系上层，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特
别是涉及希腊事务方面，他们确实得到波斯国王的重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希波对峙的历史背景
和政治气候，凸显了希腊亡人在情报、外交以及知识方面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波斯政治体
制、特别是官僚制度的特点，也为希腊人参与波斯政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从资料最为丰富的经济系统来看，波斯官僚体系似乎是完整清晰的。最高官员是对国王负
责的财务大臣。财务大臣之下有司库、副司库。司库之下有文员和领班，最下层是负责记录的
书记员。该系统中还有晋升渠道。有一个名叫巴拉卡玛 （Ｂａｒａｔｋａｍａ）的人曾经是分配者，在薛
西斯元年时成了司库。这可以 “扫除波斯帝国是在一种松散状态下运行、国家是国王祖产的印
象”。③ 不过，这套系统也不乏混乱。首先，各职位的职责缺乏明确界定。以财务大臣法纳西斯
为例，文书中没有出现过他的头衔，他负责的事务也较为繁杂———不仅负责发布命令，还负责
指派工作。④ 他所任职位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其次，有些高级
职位似乎由多人担任。薛西斯七至十九年的司库名叫达塔 －米特拉 （Ｄａｔａ－Ｍｉｔｈｒａ）。在另一
处，我们发现薛西斯十一至二十年有一个司库名叫瓦胡斯 （Ｖａｈｕ）。换言之，在薛西斯十一至
十九年间，存在两个司库，并且从文献记载来看，两位司库并无明显分工，我们甚至不清楚他
们是否来自同一个国库。因此，仅从最高官职上看，他们的职责、角色，甚至数量，都不够清
晰。⑤ 其他职位也存在类似问题，因而哈洛克感慨道：“在需要的时候赋予其职责，比设置一套
僵化的层级更为有效”。⑥

政治系统更为松散。以 “千夫长”为例，在古典文献中，该职位负责引荐求见国王者，不
通过他，就无法觐见国王。但是这一职责与其官职名称并无太大关系。千夫长的本职工作似乎
是宫廷守卫统领。从文献证据来看，到了帝国中后期，千夫长还负责管理国库、金融和法庭，

主持国王会议，像一个 “大维齐尔”。⑦ 波斯波利斯浮雕中常出现一个米底人形象，他的职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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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司仪，但其职责还与信使有关。① 其他职位如持矛者、持弓者等，其职责也与官名无关，②

这些官名可能来源于政治仪式的某些角色和环节。③ 政治系统的松散在地方行政方面也有体现。

行省之间的地理划分并不明确，有些不完全是连贯的地区，整个系统的模糊性在 “现代政治地
理中肯定是不能接受的”。④ 行省总督的职责也较为模糊，他们似乎权力很大，但同时又常受到
诸多限制。行省中设有总督秘书、财政官、行省驻守将军等直接听命于国王的职位，此外还有
“王之耳目”，每年都要视察各行省。⑤ 有时，国王甚至会直接处理行省的一些小问题。⑥

官僚体系的松散还表现在任官的多变性。⑦ 为了防止官员培植个人势力，国王常常更换其职
位，“每一个宫廷工作都是临时的，每天都可能发生转变”。⑧ 官职调动的频繁，加剧了职务的模糊
性。另外，帝国基本没有形成高级的常设机构。从文献记载来看，波斯似乎存在常规性的长老会。

居鲁士青年时期，波斯好像就存在长老议事会。⑨ 当以斯拉返回耶路撒冷时，提到自己是在国王
和七个顾问的命令下回国的。瑏瑠 薛西斯在进攻希腊人之前曾经召开了会议。瑏瑡 小居鲁士在审判叛
变心腹奥伦塔斯时，曾召集了七个最有名的波斯人。瑏瑢 因此有学者认为长老会是一个常设机
构，瑏瑣 但正如晏绍祥所分析的，构成议事会的成员并不固定，并且最终决策仍掌握在国王手中。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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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贵族和高官们只有在要作出某些特定决策时才会聚集在国王的宫廷里。”①

松散的官僚体系为希腊流亡者参政提供了机会。攻打纳克索斯时，希腊人构成了海军的主

要力量，但统帅一职由波斯人美伽巴铁斯担任。这位统帅并非徒有虚名，在发现希腊人的舰队
训练懈怠时，他进行了严厉的责罚。但是，身为希腊人首领的阿里斯塔格拉斯 （Ａｒｉｓｔａｇｏｒａｓ）

竟敢公然反抗，美伽巴铁斯对此无可奈何，只有靠出卖联合事业来报复前者。当德谟凯德斯以

收集情报之名返回希腊时，大流士特意安排了一些波斯人同往，表面上波斯人是此行的主导，

因为大流士要求德谟凯德斯将希腊的情况报告给波斯人，但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监视德谟凯德斯，

在他逃跑之后，他们的侦察行动也就难以为继了。② 亚西比德在提萨佛涅斯那里虽然仅担任顾

问，但会以提萨佛涅斯的名义下达命令，成了 “提萨佛涅斯在所有事情上的顾问”。③

对于流亡者而言，获得国王宠信是发挥政治作用的必备条件。对于波斯国王而言，宫廷
“既是扩大化的王室，也是帝国统治的中心机构”，④ 国王在官职任免上的绝对权力，使得任何能

接近国王的官员，都有可能施加影响或者获得宠信。⑤ 事实上，许多情况下，官员需要将自己的
功绩展示给国王，才能获得国王的重视，⑥ 许多高级官吏正是国王重视的亲信。⑦ 由于前文分析

的诸多原因，尽管国王意识到流亡者的能力或功绩，也不会轻易授予他们高级官职，但可能在
政治实践中给予一定的发挥空间。

国王是流亡者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保障。就我们的资料来看，一般只有在国王的要求下，

流亡者才会加入到相关讨论中。面对其他大臣的异议，波斯国王有时还会维护希腊人。在薛西
斯出征希腊时，阿塔班努斯曾劝薛西斯不要率伊奥尼亚人进攻他们的父母之邦，因为希腊人并

不值得信任， “那一天如果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和其他诸王的意见一致，而不是相反的

话，波斯人的帝国就要化为乌有了”。薛西斯则回应道：“（关于）伊奥尼亚人的忠诚，他们曾向我
作出最有力的证明。你也可证明这一点，所有随大流士征伐斯基泰的人也可以证明。在事关波斯全

军存亡的关头，握有决定权的他们表现出正义和忠诚，丝毫没有伤害我们。何况，他们将会把妻

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国内，那时谁能想象他们会叛变呢？”当希腊人的建议未被采纳时，

波斯国王会安抚他们。温泉关之战，薛西斯不顾戴马拉托斯的建议，强攻温泉关受挫。战后，

他赞扬了戴马拉托斯的建议。在决定进攻斯巴达人的策略时，尽管薛西斯听从了阿赫明尼斯
（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ｅｓ）的建议，但也制止了他对戴马拉托斯的抨击：“戴马拉托斯的意见是他最好的意

见———虽然不如你高明……戴马拉托斯是我的异邦挚友，我警告所有人，不要说他的坏话”。萨

拉米斯海战前，薛西斯虽然没有采纳阿尔特米希亚的意见，但对她的意见 “大为高兴”。⑧

希腊与波斯的外交、军事接触给希腊人提供了与波斯国王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在逃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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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他们常会提起自己对波斯的善举，以示好国王。上文提到的叙洛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外，地米斯托克利在希波战争中曾劝说雅典人不要追击波斯人，之后还派遣亲信前去将这些
告诉薛西斯，以备 “在雅典遭到什么灾难时，有个避难的地方”。① 在他准备投奔波斯人时，还
特意向阿塔薛西斯强调了这一点。② 为了逃亡波斯，波桑尼阿斯在赫勒斯滂地区担任指挥官时，

曾经释放了在拜占庭俘虏的波斯国王的亲戚和随从，并且给薛西斯写信以求交好。③ 吉洛斯虽然
没有流亡波斯，但是也知道拯救沦为奴隶的波斯人，以便获得波斯国王的帮助。有时，流亡者
所说事迹不一定属实，如上文斐列提玛在求助埃及总督阿律安德斯时，称他的儿子因为 “向波
斯人示好”而被杀。④ 这个说法显然牵强，不过恰恰证明她认为示好波斯人颇有必要。

结交国王身边的波斯显贵，也是希腊流亡者立足波斯政坛的一条途径。波斯帝国后宫庞大，

数目众多的国王子女是国家高级职位的资源库，⑤ 而且她们手中掌握着大量资产，⑥ 是不可忽视
的政治力量。⑦ 后宫戒备森严，常人难以接触，只有医生能够与之保持常态联系。⑧ 从阿波罗尼
德斯 （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ｄｅｓ）的例子来看，希腊医生与波斯王室成员关系密切。⑨ 德谟凯德斯就是借助阿
托莎的帮助，才顺利逃离波斯。在宫廷之外，波斯总督的女眷们也常常与希腊人取得联系。地
米斯托克利请求女眷，才取得吕底亚地方总督的原谅。据说他在接洽千夫长阿塔巴努斯时，也
曾得到过 “阿塔巴努斯要娶为妻子的一个埃雷特里亚地方的女人”的帮助。瑏瑠 来到波斯后，地米
斯托克利通过参加波斯国王的家庭活动，与太后建立友谊。瑏瑡 此外，波斯的驻外总督也是希腊人
结交的对象。瑏瑢

对于波斯国王而言，积极将希腊流亡者纳入政制之中也不难理解。如上所述，高级官职多
由波斯贵族担任，虽然他们的任免由国王决定，但并不意味着国王拥有绝对的控制力，从根本
上说，授予个别贵族高级职位实质上是王权对抗贵族家族势力的被动策略。瑏瑣 官僚的随机性与机
动性，一方面是对官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使国王失去了官僚体系的强力支撑，“国王与波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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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间的关系，会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导致波斯政治的动荡和政变的经常发生。”① 贵族

一旦失去国王宠信，就倾向于发动政变。② 波斯国王对于贵族的控制并无自信，大流士在诛杀音

部塔列涅斯 （Ｉｎｔａｐｈｒｅｎｅｓ）和欧洛伊铁司时表现得非常谨慎。③ 相对而言，希腊人更易取得波斯

国王的信任，一方面由于他们背离了希腊世界，国王是庇护者，除依靠国王外，没有其他选择，

另一方面正如薛西斯所说，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被波斯人所控制。如开篇地米斯托克利

所表现的那样，即使在难忤国王之意时，他也并未反叛。不少流亡者的后代在波斯生活了很长

时间，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希波关系与希腊流亡者的历史定位

据普鲁塔克记载，当地米斯托克利前来投奔时，阿塔薛西斯认为 “交了极大的好运”，以至

于在睡梦中三次欢呼：“我得到了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④ 这段记载未必全然可信，但波斯国王

对地米斯托克利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希腊流亡者的重视却得到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佐证。假如

仅将流亡者负责的希腊事务视作 “一个较小的边界问题”，⑤ 那么波斯国王对他们的厚待就难称

合理。要准确理解希腊流亡者的历史价值与历史定位，除了要考察他们在波斯官僚体系、政治

实践中的作用，还需要将其所作所为置于希波关系的视野中进行考量。

无论对于波斯帝国本身还是希波关系，甚至对于后世的影响，希腊事务的重要性都不可小

觑。由于波斯帝国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地方事务繁杂，希腊事务的重要性受到部分学者的质

疑。事实上，从居鲁士在征服吕底亚之前寻求与小亚希腊人同盟，到大流士、薛西斯等人为希

波战争所作的积极准备，再考虑到希波战争的规模与后续影响，希腊事务对波斯帝国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因此，“主要负责希腊事务”不应成为低估流亡者政治作用的原因。

在希波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尽管流亡者只是以建言的方式参与其中，未能从显性的制度层

面发挥作用，但他们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方面，流亡者参与了希波关系发展的每个阶

段。如前所述，从本土希腊与波斯的最初接触，到两大文明关系的演进、碰撞，再到最终对抗

格局的形成，希腊流亡者的身影贯穿始终，串联起了整个希波关系发展史。另一方面，流亡者

在每个阶段的作用都非常突出。由于对希腊事务的熟悉，他们的建言不仅是波斯人在初期了解

希腊的重要途径，也是后期波斯帝国希腊政策的影响者乃至制定者。建言的参与方式，并不代

表流亡者作用低下，而是受限于波斯官僚体制的现实特征。

小亚地区的希腊城邦是影响希波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古典时代的多数时间内，小亚处

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而波斯在此地的统治方式通常是设置 “仆从僭主”或代理势力，流亡

波斯的希腊人是其人选之一。如前文提及的希斯提埃伊欧斯就是米利都的僭主，在他流亡波斯

宫廷之后，米利都则由他的侄子及女婿阿里斯塔格拉斯接管。米利都在小亚地区的希腊城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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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颇高，有 “伊奥尼亚的花朵”之称，① 它与波斯的关系对于小亚地区的其他希腊城邦有较强
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此外，如前文所述，还有一些流亡者获赠的封地位于小亚地区，客观上也
有助于波斯对该地区的统治。实际上，由于希波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小亚地区的流亡者们
不仅需要像其他地区的代理人一样为中央谋取利益，还需要帮助帝国向希腊扩张势力，并防止
希腊势力向波斯的渗透。

除了直接参与具体事务，流亡者还间接影响着希波关系，因为向流亡者提供庇护还有更重
要的政治意义。通过收留流亡者，波斯国王成为庇护者的化身，而在希腊文化中，庇护者是伟
大而高尚的。② 波斯国王对流亡者的善待，在希腊世界广为人知。希腊人非常清楚服务国王可以
获得礼物和回报。③ 事实上，后期的许多流亡者之所以来到波斯，就是因为之前的善待先例。希
罗多德多次提到波斯国王对流亡者的慷慨，④ 他笔下的海达涅斯曾经劝说斯巴达使者斯波提亚斯
和布利斯为波斯国王效力，因为 “国王深知如何去敬重有功德的人物”。⑤ 相较而言，波斯人流
亡希腊的现象则十分罕见，唯一有确切的记载是佐普鲁斯 （Ｚｏｐｙｒｕｓ），他是波斯 “七人”之一
美伽比佐斯的后代，在家族衰落后流亡希腊。⑥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希波关系演变的宏观背景下，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帝国政制中的位置较
为突出。由于希波之间长期的对抗格局、波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及波斯贵族对希腊人普遍存在
的猜忌，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官僚体系中难以获取高位。但由于波斯官僚体系的松散性特征，在
政治实践层面，希波两大文明体的交互背景，使流亡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波斯帝国的希腊
事务及少量其他事务之中。从希波关系的视野来看，流亡者主要负责的希腊事务是波斯帝国的
核心事务之一，不仅是波斯帝国整体统治策略的一部分，还有助于波斯势力向希腊的进一步扩
张。对波斯帝国政制中希腊流亡者所发挥政治作用的探析，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多民族帝
国中少数族群的历史定位提供了视角和方法。

〔作者李立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责任编辑：窦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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